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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建构精神

.

2006-10-17  熊元义 彭松乔  阅读199次

     近些年来，人们对当前文学创作症候进行了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不同的处方。有的认为，有些作

家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

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是因为“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

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

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有的提出，从文坛的整体格局上看，虚浮苍白且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

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借助各种反自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暧昧性的感官迎合，让作品谋取市场利益的情

形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精神格调与审美眼光普遍不高，创作热情却是异常高

涨，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的率性之作大量出现。这种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的创作现状，从某种程度上

说，也表明了某些作家为了重新谋求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或世俗化的物质利益依然在进行各种突

围表演，而并非是真正边缘化了的作家在艺术自律性上的自觉努力。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之所以日显平

庸，主观原因是高迈而卓越的文学信念的缺席，向“伟大的作品”冲击的文学抱负的匮乏。有的指出，

有些文学作品不以真善美感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现象的大肆泛滥充分说明了当前有些

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在有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绝望情绪。而有些作家之所

以陷入绝望，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可以看出，人们已经逐步找到当前中国

文学发生较为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基础上，有人进一步地概括了造成当前中国文学这种较为严

重危机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  

    

    首先，从时代原因看，从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机制看，有人指出文学的生产机制、规律与

市场的需求之间，与作家的自我形象塑造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

盾：一个是市场需求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

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不可否认，当前不少作家的确陷入了这两大矛盾中不能自拔。不过，

在这些作家中，普遍缺乏一个大作家应有的潜质。即使在更好的环境里，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写

出大作品。而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却不受这两大矛盾的困扰。他们仍在潜心创作，力争创作出传世的伟

大文学作品。其实，社会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与市场的需求不是矛盾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大作家大作

品，无论是在社会效益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比那些速生速朽的文学作品更好，更大。一些经得住

历史检验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市场上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这两大矛盾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虽

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其次，从文学本身和创作本身看，有人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

的能力。因此，当前中国文学亟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所谓正面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

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

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

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这里切

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如果这是针对有人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

绝和批判而言，那是相当正确的。因为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

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在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时脱离了真正的现实生活的物质批判力量。这种

拒绝和批判必然是软弱无力的。  

    

    但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却是统一的。因为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

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



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

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

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建构精

神不是对立的。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

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

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

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

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

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

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

来。”作家的拷问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

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

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在“破”和“立”上，鲁迅不是偏重，而是提倡正确的“破”和正确的“立”。这种正确的“破”

与正确的“立”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提出，现在的青年的使

命，既有“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破”，也有“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

的第三样时代”的“立”。其实，“破”有两种情况。鲁迅在反对“修补老例”中，正确地区分了两种

“破坏”。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

悲的。”鲁迅认为：“无破坏即无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一种寇盗式的破

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

关。这两种破坏都是没有新建设。这是鲁迅坚决反对的。鲁迅在反对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时肯定了一种

破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

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破”有两种，“立”也有两种，一是“修补老例”，僵尸复

活，一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进步，即精神寻根。鲁迅在大力肯定后一种“立”

时，坚决地批判了前一种“立”。因为前一种“立”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瞿秋白所说的“旧

的卫道先生们渐渐地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

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

‘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

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鲁迅在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等级秩序的腐朽

文化和维护它的流氓文人的同时，热忱地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

文中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认为

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

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不但区分了两种

中国人，而且指出存在两种中国文学。在这个基础上，鲁迅不仅深刻地批判了一些中国人和中国文学，

而且高度地肯定了有些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

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

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

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他不但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善和什

么是正确的恶，而且要提高鉴别和表现这种善恶的能力。过去，有些作家尽管正确地知道什么是善和什

么是恶，但缺乏深入表现这些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所表现的真善美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  

    

    而当前人们之所以一再地要求当前中国文学强化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当前中国文学存

在一种消解文学批判精神的倾向。这就是有些作家为了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

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

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



做起。他们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漠

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

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存在观消解了文学的

批判精神。因此，当前中国文学提倡文学的建构精神必须和这种粗鄙存在观区别开来，必须和文学的批

判精神统一起来。否则，所谓文学的建构精神必然是空洞而抽象的。（腾冲选辑）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张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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